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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提要

本文在泽兰尼的制度主义分层观的基础上，把吉拉斯对传统社会主义权威结构的分析与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制度的分析结合起来，并整合了索伦森的租金概念，提出了用以解释转型期中国阶层分化机制的“权力衍生论”。作者认为，传统计划经济的基本制度安排决定了人力资本只能以非市场贸易的方式同生产资料结合，也决定了剩余以国家租金的形式存在；再分配者在再分配过程中偏向自己而导致了不平等。但高度集中的财政等制度以及义意识形态的约束，防止了租金权力转变为权力精英的“寻租能力”。在放权让利的改革和市场化过程中，社会经济制度安排发生了变化，新的制度安排不但为公共权力继续以再分配权力的形式在阶层分化中发挥作提供了制度基础，还为公共权力衍生成权力精英的“寻租能力”并以与再分配权力不同的机制对阶层分化产生影响提供了条件；而随着市场机制的发育，市场能力也在阶层分化中起着重要作用。因此，当前中国市场经济的基本制度安排决定了再分配权力、寻租能力和市场能力共同构成了阶层分化的动力基础。基于此论的关于收入分配的研究假设，得到了2003年取自武汉的抽样调查资料的支持。研究结果表明，权力衍生论比“权力转移论”和“权力持续论”都能更好地解释当前中国社会的精英循环/再生现象。

ABSTRACT

Based on Szelenyi’s 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 on social inequality, this study develops a “power generation theory” to explain the mechanism of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e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attempts to integrated Djilas’ analysis of socialist domination and the new institutionalist analysis of property rights, as well as incorporated Sorensen’s conceptualization of rent, into an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to unravel how and why the three coexisting privileges of redistributive power, rent seeking ability, and marketability co-constitute the dynamic basis of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the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of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explain in particular why different kinds of power elite are able to enjoy their life chance advantages, be they bureaucrat, technocrat, or manager of public firm.

The author argues that under traditional Chinese totalitarian socialism, the basic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was characterized by the administrative principal-agent structure of the management of state-monopolized public productive assets, and the administrative erosion of the property rights of human capital. These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determined that human capital could only combine with productive assets by “non-market trade”, and that surplus could only exist as state rent, rather than profit. Under such a condition, state public power was exerted not only as rent power to claim residuals, but also as redistributive power to allocate the extracted rent. Redistributors favored themselves and their political loyalists in their redistribution of rent, which resulted in social stratification. However, the state rent power could not be converted by the administrative elites into their rent seeking ability for direct economic interests, because the state rent was efficiently prevented from being dissipated by a highly centralized fiscal system and other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in addition to the constraint of ascetic ideology.

The principal-agent model has been altered as a result of marketization and the decentralization and profit-sharing reform, and has now been granted the property of contract, however its administrative characteristics have been retained. This kind of principal-agent relationship with properties of both political administration and market contract, together with the market institute that is embedded within the socialist bureaucracy, constitutes the institutional basis of the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market transition. These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determine that (1) public power continually exerts an influence on the distribution of state rent as redistributive power, (2) public power generates rent seeking ability by which the administrative and managerial elites can gain direct benefits from power-rent exchanges, and (3) marketability also has an effect on people’s life chance in so far as the market mechanism counts, given that barriers have been set by government authorities. Thus, these three coexisting dimensions of privilege determine people’s life chance in China, and constitute the dynamic basis of social stratification.

The hypotheses on income inequality that were based on this theoretical framework were well supported by survey data with a sample size of 846 that were collected in Wuhan in 2003. The research findings suggest that the proposed “power generation theory” offers a better explanation than the previously dominant “power transition theory” and “power persistence theory” for the phenomena of elite circulation/reproduc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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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市场经济转型中分层机制的变化，引起了国内外诸多学者的关注。争论的焦点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分层机制，在市场转型中是否具有连续性的问题。相应的问题是，在市场转型中，社会阶层，尤其是精英阶层，是循环的还是再生的。笔者就这一问题提出了一种“权力衍生论”的新解释。本文旨在阐述权力衍生论的基本解释逻辑，并以2003年取自武汉的抽样调查资料，从个人收入分配方面，对基于这一理论的研究假设进行检验和讨论。

1、 已有研究的理论争辩、含混之处以及本研究的目的

对上述问题争论的出发点是泽兰尼(I. Szelenyi)对计划经济分层机制的解释。他认为，“再分配”与“市场”作为两种经济整合制度，会因其所嵌入的社会经济形态不同而对不平等产生截然不同的效果。在福利资本主义国家里，市场作为主导性的经济整合制度是阶层分化的主要根源；国家再分配则具有平等化的效应。在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里，再分配作为主导性的经济整合制度是不平等的主要根源；具有市场性质的交易却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再分配所导致的不平等。计划经济的分层机制在于，再分配者通过劳动力和产品的“非市场贸易”，从直接生产者手中获得生产剩余，并在再分配这些剩余时偏向自己而形成不平等。因此，在生活机遇上享有优越地位是同再分配权力相联系的。

针对市场转型所导致的分层机制变化，学术界在泽兰尼的制度主义分析基础上，提出了两种对立的观点
。“权力转移论”或“精英再生论”者认为，市场转型导致了分配权力向市场领域的转移，带来了新的分层机制，新的经济精英可以通过市场渠道走向社会上层；干部权力在阶层分化中的作用会不断式微
；只有有技术的权力精英才能继续停留在社会上层，而无技术的权力精英则是输家
。“权力持续论”或“精英循环论”者认为，再分配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分层机制具有延续性，昔日精英在市场转型中将继续处于优势阶层地位
。 

然而，对中国现实的研究和观察显示，无论是无技术的权力精英还是有技术的权力精英，都仍然在生活机遇上处于优势地位
。权力转移论并不能很好地解释当前中国的情形。权力持续论虽然断言了权力持续发挥作用，但其对权力持续发挥作用的机制，却缺乏令人满意的解释
。有关研究对以下问题的认识是含混不请的：公共权力是否等同再分配权力？再分配者分配的是什么？他们为什么能再分配？笔者提出的“权力衍生论”，试图在澄清这些问题的基础上，发展出一种新理论来解释转型期中国阶层分化的机制；同时，这一理论也能够更清楚地阐明，为什么不同类型的权力精英，在迄今为止的市场转型中，都还在生活机遇上处于优势地位。

2、 理论建构

“权力衍生论”试图将吉拉斯(M. Djilas)关于权威结构的分析
与产权制度分析
结合起来，并借助索伦森(A. Sorenson)基于产权交易的租金概念
，来扩展泽兰尼社会不平等的制度主义观点
，从而发展出一组关于当前中国社会阶层分化机制的理论命题。

“权力衍生论”的制度主义的基本前提设定是，社会分层机制作为制度化的不平等的再生机制，总是嵌入在既定社会经济形态的基本制度安排之中，并由这些基本制度安排来解释的；在现代社会里，产权的所有制形式，以及国家权力与产权之间的关系，构成了最基本的制度安排；像再分配、市场这样的经济整合制度，都是从基本制度安排中衍生而来的
。权力衍生论强调认为，在当前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安排下，公共权力除了表现为再分配权力外，还在分权让利的改革和市场化过程中衍生成了寻租能力；而这两种权力表现形式为其享有者带来优越生活机遇的机制又是不相同的。

下面结合对改革前后中国社会经济形态制度安排的特征及变化的分析，来阐述权力衍生论的基本解释逻辑。在分析中国改革前计划经济的分层机制之前，需要交代一下租金概念。

租金指支付给资源所有者的款项中超过那些资源在任何可替代的用途中所能得到的款项的那一部分。租金的产生是由于缺乏供给弹性。而供给弹性不足，既可以由生产要素的自然性质所导致，也可以由政府干预和行政管制所导致
。从微观过程看，租金产生于产权交易
。每个人都享有产权，而人们为了使自己的资产获得最大化收益，总会在生产或服务中使用自己所控制的资产。生产或服务要得以实现，常常还需要借助自己所控制的资产以外的其他资产。要使用他人控制的资产，有两种基本途径，即购买或租用。而他人所控制的资产的供给因其自然属性或垄断可能是有限的，这就使要租用或购买这些资产使用权的人必须付出高于这些资产成本价的价格。因此，租金是由阻止他人实现其所控制资源的最大收益中获得的利益，它取决于资产所有者对资产供给的控制能力，是资产收益中超过其市场竞争价格的那一部分收益
。

中国改革前计划经济的基本制度安排有两个主要特征：（一）政权、产权合而为一，各种生产资料高度垄断在政府手中并以行政性的委托—代理方式经营。社会主义公有制规定了生产资料归全民或集体所有，但这样的所有制是通过国家代表人民实现的，其实质是一种国家所有制
。国家作为规定着公共权力行使方式的制度，其自身并不能行使这些权力
。国家权力是通过行动者政府来实施的，而政府作为科层组织又是由各级官员组成的。国家作为一个庞大的资产所有者，必须以某种方式将这些资产委托给他人来管理。于是，各级政府和干部通过任命厂长、经理，委托他们经营公有企业，由此形成了一个由中央到企业具体管理人员的委托—代理人的多级等级体系。尽管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情形下也存在委托—代理关系，其典型是私有资产的所有者将资本以契约方式委托给代理人即企业家来经营；而在社会主义公有经济情形下，国家是通过行政性而非契约性的委托—代理关系，将企业委托给厂长、经理经营
。

（二）人力资本产权因行政权力的限制而残缺不全
。这里所说的人力资本产权残缺，是德莫塞茨产权意义上的残缺
。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制度前提，就是劳动力属于劳动者，可以自由买卖
，并通过自由交易来保护产权不受侵犯。在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里，国家通过户籍、劳动人事制度以及供应再分配物资渠道的限制，使人力资本产权失去了自由交易的可能性，其使用、收益权也不完全属于劳动者，从而导致了人力资本产权残缺。

在这样的基本制度安排下，国家在以行政方式配置人力资本并决定其价格时，人力资本便以“非市场贸易”而不是“自由市场契约”的方式同生产资料相结合，经济剩余以“国家租金”而非“利润”的形式存在
。如果，我们将“利润”看作是在产权独立于行政权力、在市场议价机制中形成的，是各种资产产权的市场交易结果，将“国家租金”看作是在国家以行政方式高度垄断生产资料的产权且人力资本产权残缺、并以行政方式决定价格的情形下产生的，是各种资产的产权在行政指令配置下的“非市场贸易”的结果；那么，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各级行政机构及其干部作为生产资料产权的控制者因而也是再分配者便是以“国家租金”而非“利润”的形式索取和再分配经营剩余的。因而，国家权力不仅表现为索取剩余的“租金权力”，同时，也表现为分配这些租金的再分配权力。权力精英作为再分配者，在再分配这些租金用于生活消费时，通过偏向自己
和政治忠诚者
而导致不平等。但是，由于国家“统收统支”的财政体制和其他制度的限制
，再加上禁欲主义意识形态的约束
，国家租金权力在当时并没有普遍转变为权力精英牟取私利的寻租能力。

那么，公共权力在改革中为什么衍生成了寻租能力呢？在“分权让利”和市场化的改革过程中，中国公有经济的委托—代理关系发生了变化。改革后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制度安排具有以下特点：

（一）公有资产仍然以多级委托—代理模式经营，但这种模式既具有行政性又具有契约性。“放权让利”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国家高度集政权、产权、再分配权于一身的情形。然而，在公有资产的经营管理上，改革并没有真正实现政权与产权的分离。国家在改革过程中并没有放弃公有资产的所有权，也没有放弃相应的剩余控制权
。虽然，“放权让利”的初衷在于给予企业经营自主权和相应的收益权，然而，与经济分权并行的行政性分权，却使原本由国家控制的产权和相应的剩余控制权在改革中转移到了国家职能部门和地方政府手中，而不是完全落实到了企业。地方政府和有关主管部门一旦拥有了这些权利，便不会再像计划经济时期那样是利益取向与中央一致并被动贯彻中央计划指令的附属机构，而是转变成了一个具有自己独立经济利益的主体。而地方政府一旦从管辖企业的产权控制和剩余分享中获益，政府以行政方式对企业的干预就不可能切断
。因而，在国家不放弃公有经济所有权的前提下的改革，是不可能根本改变国有资产以委托—代理方式经营的基本模式的。所不同的是，改革后的国有资产的多级委托—代理关系，变得既具行政性又具一定程度的契约性。国家对全体人民的公有资产产权的代理、各级政府对国家权力以及产权的代理等，就具有行政的性质，而政府与企业之间达成的承包合同等就是契约性的。这样的委托—代理关系构成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政权与产权之间的独特连接方式。在这样的委托—代理关系中，政府获得了双重角色，它既是产权规则的制定者，又是产权的所有者
。正是这样的制度安排，为行政和国有资产管理人员所掌握的公共权力衍生成寻租能力留下了空间。
（二）市场是嵌入在既有权威结构之中的市场。中国的渐进改革与苏联和东欧激进变革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是渐进式地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
。这样的改革是在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信念下进行的，它所强调的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因而，改革维护了政治体制的连续性
。而在政治体制连续、国家不放弃国有资产产权的前提下，中国的市场化始终是在国家权力的支配下进行的。作为理想型的市场经济的基本制度安排，以产权私有制和国家权力外在于产权为特征
。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政府权力是有限的，它界定并保护私有产权不受侵犯，并外在于产权交易，是市场的守夜人；市场是产权交易的制度或规则
；人们在市场上通过交易产权获得最大化经济利益
；因而，人们的生活机遇主要是由市场能力决定的
。虽然这种理想型的纯粹的市场制度，在现实中未必存在，但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有限的政府外在于产权因而也外在于市场，却是一个明显的事实；而这也正是当前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之大不相同之处。在当前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里，政府既是市场规则的制定者，又是市场经济经济活动的参与者
。政府权力不是作为市场制度的外在力量或多或少地干预市场，而是置身于市场之中。因此，当前中国的市场远远不是韦伯或新古典经济学所说的那种意义上的自由市场
，而是嵌入在行政权威结构之中的市场。中国的市场经济也远远不是波兰尼所说的那种完全以自律的市场价格机制为导向的经济
。在这样的市场经济里，人们的阶层地位并非主要由市场能力所决定。

中国改革后的基本制度安排决定了：共公权力持续地但只是部分地表现为再分配权力；公共权力衍生成了权力精英的寻租能力；市场能力对生活机遇的分配产生着影响。因而，再分配权力、寻租能力、市场能力共同构成了阶层分化的动力基础。

公共权力持续以再分配权力的形式发挥作用的原因在于：（1）改革后仍然存在着大量的公有经济成分，而且，这些公有经济的产权是由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占有的
；（2）这些公有经济仍然是以委托—代理模式经营管理的；（3）在这样的委托—代理模式中，政府并没有放弃终极所有权，因而也没有放弃剩余索取权
；（4）这样一来，公共权力就可以继续以国家租金的形式索取经济剩余，并表现为再分配权力且再分配这些租金。

公共权力之所以衍生成了寻租能力有四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方面的理由涉及国家与公有产权的关系，又分为三个要点：（1）公有资产的委托—代理模式是多级的，而在每一级的关系中真正的所有者即全体人民，都是缺位的
；（2）地方政府官员和国有资产产权代表作为委托人，其资产控制权和收益权是不对称的；他们有控制权但没有相应的收益权，其代理国家索取的剩余并不属于他们自己
；（3）因而，他们有权决策却不需要承担风险，他们不但缺乏激励去监督代理人，自己也缺乏利益动机和监督
。第二个方面的理由涉及分权让利，又分为两个要点：（1）在“分权让利”的改革过程中，原本由中央政府控制的国家租金权力转移到了地方各级政府、企业及其行政和管理人员的手中；（2）原本由中央政府以“统收统支”方式高度垄断的国家租金也耗散到了他们手中
。第三个方面的理由涉及市场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又分为三个要点：（1）市场机制是在国家权威结构中发育的，当前的市场是嵌入在国家权力结构之中的市场；（2）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公共权力对产权界定、公有资产配置、市场准入、定价等，都具有或多或少的决定性作用
；（3）而这些权力，是由各级政府及其行政人员来具体行使的。最后一个方面的理由，涉及民主监督问题。在民主监督机制不健全的情形下，所有上述公共权力都易于转变为行政和管理精英牟取私利的寻租能力，无论他们是无技术的权力精英、有技术的权力精英还是公有企业的经理。

   市场能力之所以对生活机遇产生影响，有三个方面的原因：（1）在体制外“增量改革”中私有产权得到了合法化，在体制内“分权让利”的改革中公有经济产权的使用权转移到了直接生产者手中；这使得无论是私营业主还是公有企业的经理，都享有资本自主权或部分自主权；在市场上交易这些产权时，他们就可以获得与其资本特权相应的收益。（2）各类生产要素市场，包括资本、土地、劳动力市场，都已经相当发达，且劳动力市场的发育最完善
。这使得基于人力资本的市场能力对生活机遇有着重要的影响。（3）产品市场，尤其是消费品市场，已经相当完善
；这使得服务和消费品的分配有可能通过市场而不是垄断性的再分配渠道实现。因而，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市场能力通过市场获取这些消费品和服务，而不再依赖于再分配权力。

3、 基本假设

基于以上权力衍生论的基本解释逻辑，笔者提出了以下三个方面的论题。
权力持续论题：在中国当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公共权力作为再分配权力对生活机遇发生影响的制度基础并没有消失，依然是阶层分化的一个动力基础。享有再分配权的人更有可能在生活机遇上处于优势地位。

权力衍生论题：在“放权让利”改革和市场化的过程中，公共权力的一部分衍生成了权力精英牟取私利的寻租能力。在当前中国社会里，这样的寻租能力已经成为决定人们生活机遇差异的重要因素，构成了阶层分化动力基础的一个新维度。寻租能力越强，在生活机遇上越有可能处于优势地位。

市场能力论题：随着商品市场、要素市场的发育，市场能力在当前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情形下也决定着人们的生活机遇，同样构成了阶层分化动力基础的一个维度。市场能力越强，越有可能在生活机遇上处于优势地位。

从研究的可行性考虑，直接测量再分配权力、寻租能力的效应是困难的，但公共权力的测量却较为方便。因此，一个统计性的策略是，如果我们将公共权力看作是由再分配权力和寻租能力构成的，那么，当我们测量出寻租能力对生活机遇影响的大小并将这一影响扣除后，则公共权力的剩余贡献，可以粗略地看作是再分配权力的效应。这样一来，倘若以个人年总收入来衡量人们的生活机遇，则相应的研究假设是：1.公共权力持续假设：享有公共权力的人，无论是有技术的权力精英还是无技术的权力精英，抑或是公有企业的经理和管理人员，都会比不享有公共权力的人在个人年收入方面占据优势地位；2.权力衍生假设：拥有寻租机会的人比不拥有寻租机会的人有更高的个人年收入。3.再分配权力持续假设：如果再分配权力持续起作用，那么，公共权力持续假设在控制寻租机会变量的情形下依然成立。4.市场能力假设：市场能力越强者，年收入越高。

至于再分配权力、寻租能力、市场能力分别在多大程度上在阶层分化中起着作用，则要由经验资料来揭示。

4、 研究设计

1.因变量及其操作测量: 本研究在“生活机遇”差异的意义上使用分层概念。生活机遇指“个人分享由社会创造的经济的或文化的‘物资’(goods)的机会”
。本研究着重考虑经济方面的生活机遇，所使用的阶层概念主要指人们在经济资源分配上所形成的阶梯式的不平等。就更具体的测量指标而言，本研究着重从个人收入方面考察阶层分化现象。个人收入指个人全年的总收入（元）。在统计模型中，考虑到线性变换，以个人年总收入的自然对数为因变量。

2.自变量及其操作测量：如何将公共权力分解为再分配权力和寻租能力并衡量其效应是研究设计的重点。公共权力即公共部门授予的权力，主要指国家权力，就其对经济生活的影响而言，可以分解为两个方面：（公共权力）= （再分配权力）+（寻租能力）。公共权力由两个指标测量：（1）享有公共权力的职业，（2）担任职务的级别。又由于获得权力职务以是否党员为前提条件
，因此，党员身份将作为公共权力的前置变量来考察。职务级别是一个由低到高的4级序列：（0）未担任职务，（1）担任职务未定级，（2）担任科级职务，（3）担任处级及以上职务。在统计分析时将其换为3个虚拟变量，以未担任职务为参照。党员身份用一个虚拟变量（是党员为1）来衡量。职业以多元标准划分为10个类别：（1）无技术的权力精英。这些人在党政机构、事业单位以及国有企业的党务部门担任一定的职务，但无专业技术职称。（2）有技术的权力精英。与无技术的权力精英的不同之处是他们拥有专业技术职称，是有技术专长的领导干部。（3）国有企业经理和管理人员。他们享有对国有资产的直接使用权和相应的剩余控制权。以上三类职业均为享有公共权力者，他们比其他职业者更有可能享有再分配权力和寻租机会。同时，国有企业经理和管理人员的权力也体现着企业家的市场能力，其效应与私营企业主具有可比性。（4）私营企业主和经理。他们是私有经济产权的所有者或控制者，其资本特权体现为在市场竞争中获得利润的市场能力。与国有企业经理和管理人员不同的是，他们不享有再分配权力，也很少有寻租机会；但他们有更完整的经济产权和更自主的资产控制权。（5）自雇者。他们既没有再分配权力也没有寻租机会，所能凭借的是基于有限的经济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市场能力。（6）高级专业技术人员。他们既不享有再分配权力也很少寻租机会，但他们有着更丰富的人力资本，比低级专业技术人员、工人有更强的市场能力。（7）低级专业技术人员。与高级专业技术人员不同的是，他们的市场能力要弱一些。（8）职员办事人员。他们主要是公有部门的一般工作人员，与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领导干部、管理人员相比较，他们很少有再分配权力，寻租能力也很微弱，但比工人有可能通过接近领导干部而间接接近再分配权力和获得有限的寻租机会。（9）技术工人。他们既不享有公共权力也没有经济资本特权，所能凭借的是基于人力资本的市场能力。（10）非技术工人。与技术工人一样，他们只有基于人力资本的市场能力，但资本量要少。在统计分析中，职业被编码成9个虚拟变量并以非技术工人为参照。

寻租能力定义为权力精英凭借公共权力，包括对公有资产产权的控制权，而牟取私人利益的能力；它也表现为凭借这些权力阻碍其他人从自己所控制的资产中获得最大收益的能力。由于寻租能力表现为寻租机会，寻租能力越强，寻租机会就越多。因此可以用寻租机会来测量寻租能力；又因为权—租交易总是在“托关系办事情”过程中发生的，受人之托办事情的机会越多，寻租机会也就越多。因此，笔者使用了“是不是经常有人托您帮忙办事情？1.经常，2.很少，3.从不”这样一个问题来测量寻租机会
。在统计分析时进一步将其转换为一个“经常”编码为1的虚拟变量。

市场能力从三个方面衡量：（1）所占有的经济资本量：如私营业主与自雇者之间的差异；（2）对经济资产控制权的自主性：如私营业主比国有企业经理有更自主的资产控制权；（3）人力资本量的差异：如受学校正式教育年限的差异，高级专业技术人员与低级专业技术人员之间的差异，技术工人与非技术工人之间的差异。

3.控制变量: 所考虑的控制变量有性别、年龄和工龄。性别采用了男性编码为1的虚拟变量。考虑到年龄、工作经验与收入之间的复杂曲线关系，这里采用了年龄分组虚拟变量。年龄分为30岁以下、30—34、35—39、40—44、45—49、50—54以及55岁以上7个组，并编码为 6个虚拟变量，以30岁以下组为参照。工龄指被访者的工作年限，考虑到工龄同收入之间的曲线关系，在模型中加入了“工龄的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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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统计模型: 笔者使用了多元线性回归来检验研究假设，回归系数以普通最小二乘法估计(OLS)。方程如下：

其中，
[image: image3.wmf]γC

βX

α

Y

+

+

=

)

ˆ

ln(

是年总收入（元）的期望值向量；X是自变量矩阵，包括受教育年限、党员身份、9个职业虚拟变量、3个职务虚拟变量、1个寻租机会虚拟变量；C是控制变量矩阵，包括1个性别虚拟变量、6个年龄虚拟变量、工龄、工龄平方；α、β、γ是回归参数向量，衡量了独立变量的效应。
5.资料来源: 资料来自笔者于2003年1月在武汉实施的“城市居民工作、家庭、生活情况和生活观念调查”。抽样以多阶段随机方式进行。第一阶段，以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为依据，以PPS(proportionate probability selection)方式抽取了15条市区街道。第二阶段，在抽中的每一街道中，又以PPS方式抽取3—4个居委会，共抽取了50个居委会。第三阶段，由调查员到抽中的居委会获取管辖范围内的住户门牌号码清单，再从清单中以等距方式抽取20—40户入户访问。访问对象是户主（在家庭经济事务中起主要作用的当家人）。调查以面对面的方式进行，严格按照问卷中问题的顺序做结构性访问。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1001份。剔除其中已经退出劳动力市场的离退病休人员，实际可为本研究使用的有效样本容量为876。

5、 统计分析结果

表1列出了个人年总收入（自然对数）对诸自变量的多元线性回归系数，以及模型拟合优度统计量。为了衡量不同自变量的效应，笔者使用了有选择的谱系模型。在模型1中，独立变量解释了大约年收入29.0%的方差(调整后的R2=0.290)， 在加入了全部自变量和控制变量后，模型8的解释力是相当强的，达到了近40%(调整后的R2=0.396)。

（一）公共权力持续假设的检验结果。模型2表明，在控制性别、年龄、工龄和受教育年限的情形下，党员比非党员的年收入高14.1%
且这一系数具有高度的统计显著性(p<0.001)。那么，党员身份真的如此重要吗？进一步考察模型3和模型4可以发现，当职业变量引入后，党员与非党员收入的差异明显下降，表明党员身份对收入的贡献部分是由享有这一身份的人所进入的职业领域来解释的；而当引入了职务这一权力变量时，党员身份的作用不再显著，表明权力职务几乎完全阐明了党员身份对收入的效应。显然，以往的一些研究仅仅据党员身份而不是权力职务的效应来断言再分配权力是否持续的做法，是值得进一步商榷的。

在模型3中，无技术的权力精英的收入比非技术工人、技术工人、职员办事人员分别高出大约50%、23.5%和10.8%；有技术的权力精英则高出得更多，其分别高出的数据为64.5%、38.6%和25.9%。国有企业经理和管理人员的收入比前两者都要高，其收入几乎是非技术工人的两倍，比技术工人、职员办事人员分别高出71.8%和59.1%。职员办事人员的年收入比非技术工人、技术工人分别高38.7%和12.7%,只有较微弱的优势。模型4的结果显示，担任科级以下职务、科级职务、处级及以上职务者的年收入，分别比不担任职务者的年收入高33.8%、26.0%和27.6%。

显然，无论是有技术的权力精英还是无技术的权力精英，抑或是享有对公有资产直接支配权的国有企业经理和管理人员，都比不享有公共权力的工人或享有很少公共权力的职员办事人员在收入方面处于显著的优势地位；担任公共权力职务的人，无论职务高低，也都比不担任职务的人享有更高的年收入。这些结果支持了公共权力持续假设。

（二）寻租能力假设的检验结果。模型6、7、8清楚地显示，寻租机会变量的回归系数均具有高度的统计显著性。在这3个模型中，有寻租机会者比没有寻租机会者的收入分别高15.3%、13.5%和15.1%。由此可以认为，拥有寻租机会的人比不拥有寻租机会的人有着更高的年收入。

（三）再分配权力持续假设的检验结果。模型6的结果表明，在扣除了寻租机会变量的效应后，以职业来衡量的公共权力持续假设仍然是成立的。由模型4到模型7，科级以下、科级、处级及以上职务的回归系数都较明显地下降了。这些结果从权力职务上再一次支持了再分配权力持续假设。

考察模型3、5、6、8，在所有这些模型中国有企业经理和管理人员的收入都比权力精英高出许多。在模型3中，国有企业经理和管理人员的年收入比无技术的权力精英和有技术的权力精英分别高32.3%和20.2%；在控制职务级别的模型5中，分别高32.4%和21.9%；在控制了寻租机会的模型6中，分别高34.4%和22.5%；在同时控制职务和寻租机会的模型8中，分别高35.3%和24.7%。从这些模型中还可以发现，无技术的权力精英的年收入总是低于有技术的权力精英，在模型3中，有技术的权力精英的收入比无技术的权力精英高10.1%，在控制了职务级别的模型5中，高8.7%，在控制寻租机会的模型6中，高9.7%，在同时控制了职务和寻租机会的模型8中，高8.4%。这些结果表明，权力有从无技术的权力精英手

	表1 个人年总收入取自然对数后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OLS)

	自变量
	回归系数B，B的标准差及显著性水平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模型7
	模型8

	受教育年限
	0.121*** (0.007)
	0.113*** (0.008)
	0.081*** (0.009)
	0.106*** （0.008）
	0.080***（0.009）
	0.079*** （0.009）
	0.104*** （0.008）
	0.078*** （0.009）

	党员（是=1）
	
	0.132**      (0.051)
	0.100*             (0.051)
	0.070      （0.054）
	0.086      （0.052）
	0.082      （0.051）
	0.055      （0.055）
	0.070       （0.054）

	职业
	
	
	
	
	
	
	
	

	无技术的权力精英
	
	
	0.402**      (0.120)
	
	0.342** （0.131）
	0.381** （0.119）
	
	0.330* （0.130）

	有技术的权力精英
	
	
	0.498*** (0.108)
	
	0.425** （0.126）
	0.474*** （0.108）
	
	0.411** （0.125）

	国企经理和管理人员
	
	
	0.682*** (0.099)
	
	0.623*** （0.111）
	0.677*** （0.099）
	
	0.632*** （0.111）

	私营企业主和经理
	
	
	0.866*** (0.087)
	
	0.829*** （0.103）
	0.855*** （0.086）
	
	0.838*** （0.103）

	自雇者
	
	
	0.241**      (0.071)
	
	0.245** （0.072）
	0.246** （0.071）
	
	0.247** （0.072）

	高级专业技术人员
	
	
	0.710*** (0.092)
	
	0.702*** （0.093）
	0.704*** （0.091）
	
	0.696*** （0.092）

	低级专业技术人员
	
	
	0.455*** (0.080)
	
	0.448*** （0.080）
	0.447*** （0.079）
	
	0.439*** （0.080）

	职员办事人员
	
	
	0.327*** （0.077）
	
	0.322*** （0.078）
	0.321*** （0.077）
	
	0.316*** （0.077）

	技术工人
	
	
	0.231*** （0.069）
	
	0.233** （0.069）
	0.212** （0.069）
	
	0.213** （0.069）

	非技术工人（参照）
	
	
	
	
	
	
	
	

	担任职务
	
	
	
	
	
	
	
	

	未担任职务（参照）
	
	
	
	
	
	
	
	

	科级以下
	
	
	
	0.291*** （0.053）
	0.041       （0.067）
	
	0.277*** （0.053）
	0.017      （0.067）

	科级
	
	
	
	0.231** （0.069）
	0.088       （0.081）
	
	0.221** （0.069）
	0.075      （0.080）

	处级及以上
	
	
	
	0.244* （0.113）
	0.122       （0.131）
	
	0.227* （0.112）
	0.100      （0.130）

	寻租机会
	
	
	
	
	
	0.142*** （0.039）
	0.127** （0.041）
	0.140*** （0.039）

	控制变量
	
	
	
	
	
	
	
	

	性别（男性）
	0.158*** (0.043)
	0.147**     (0.043)
	0.110**   (0.041)
	0.124** （0.042）
	0.107** （0.042）
	0.108** （0.041）
	0.120** （0.042）
	0.106* （0.041）

	年龄
	
	
	
	
	
	
	
	

	    30岁以下（参照）
	
	
	
	
	
	
	
	

	    30-34岁
	-0.109          (0.102)
	-0.101         (0.101)
	-0.047         (0.095)
	-0.077          (0.100)
	-0.045          (0.095)
	-0.031          (0.095)
	-0.061          (0.099)
	-0.030          (0.095)

	    35-39岁
	-0.263*       (0.129)
	-0.248       (0.128)
	-0.169       (0.120)
	-0.219          (0.126)
	-0.169          (0.120)
	-0.144          (0.119)
	-0.179        (0.126)
	-0.144          (0.120)

	    40-44岁
	-0.202         (0.147)
	-0.186         (0.147)
	-0.075         (0.137)
	-0.148          (0.144)
	-0.078          (0.138)
	-0.054          (0.137)
	-0.131          (0.144)
	-0.058          (0.137)

	    45-49岁
	-0.151         (0.166)
	-0.133         (0.166)
	-0.026          (0.155)
	-0.120          (0.163)
	-0.033          (0.155)
	-0.011          (0.154)
	-0.106          (0.162)
	-0.016          (0.154)

	    50-54岁
	0.071         (0.188)
	0.072          (0.187)
	0.132          (0.175)
	0.045          (0.184)
	0.117          (0.176)
	0.137            (0.174)
	0.050          (0.183)
	0.127          (0.175)

	    55岁以上
	0.234         (0.220)
	0.231         (0.220)
	0.335          (0.205)
	0.200          (0.216)
	0.319          (0.206)
	0.358          (0.204)
	0.222          (0.215)
	0.348          (0.205)

	工龄
	0.023         (0.016)
	0.020         (0.016)
	0.019          (0.015)
	0.014          (0.015)
	0.017          (0.015)
	0.017          (0.014)
	0.012          (0.015)
	0.016          (0.014)

	工龄平方
	-0.662*        (0.336)
	-0.637        (0.335)
	-0.645*   (0.313)
	-0.496         (0.330)
	-0.613         (0.315)
	-0.610*         (0.311)
	-0.465         (0.328)
	-0.588         (0.313)

	常项
	 7.740***     （0.150）
	7.849*** (0.155)
	7.855***    (0.159)
	7.908*** （0.155）
	7.874*** （0.160）
	7.845*** （0.157）
	7.899*** （0.155）
	7.862*** （0.159）

	N
	876
	876
	876
	876
	876
	876
	876
	876

	Adjusted R-square
	0.290
	0.294
	0.388
	0.320
	0.387
	0.397
	0.327
	0.396

	F
	36.68
	34.18
	28.78
	30.42
	25.05
	28.44
	29.31
	24.87

	P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说明：括号中的数字为B的标准差； *p<0.05, **p<0.01, ***p<0.001。


中向有技术的权力精英手中转移的趋势，也有从权力精英手中向国有企业经营管理人员手中转移的趋势。

显然，从上述结果中，并不能得出无技术的权力精英是市场转型的输家、只有有技术的权力精英才在转型后继续停留在社会的上层的结论，尽管研究结果显示公共权力可能在权力精英内部发生了转移。

（四）市场能力假设的检验结果。在所有模型中收入对教育的回报都是正向的，且呈现高度的统计显著性。在模型1中，受学校正规教育的年限每增加1年，年总收入大约提高12.9%。教育的效应在加入了其他变量之后，其直接效应受到了削弱，比如，在控制了职业的模型3中大约为8.4%，而在控制了更多其他变量的模型8中则为8.1%。这一关于教育的贡献的研究结果，比已有研究所显示的教育贡献有了明显的提高
。虽然它还低于发展中国家教育对收入回报的平均水平14.4%,但已经超过了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7.7%
。

结合已有研究的发现，我们可以做出结论认为，改革以来，在城市中收入对教育的回报呈现了明显的持续增加的趋势。

模型8的回归系数表明，私营企业主和经理的收入在所有职业类型中是最高的，比国有企业的经理和管理人员高22.9%，比自雇者高80.6%。这些结果表明，享有完整资本产权和经营自主权的私营企业主和经理，其资本特权在市场机遇中受到更少的限制，因而比只获得有限产权使用权的国有企业的经理和管理人员，更有能力将其所控制的产权在市场竞争中付诸实际交易，因而也有着更完整的索取和直接占有经济剩余的权利；而从资本量上来看，私营企业主则因享有更多的私有资产产权而比自雇者有着更大的资本市场特权，因而也有着更多的经济收益。

所有模型的结果都显示，高级专业技术人员都比低级专业技术人员有着更高的年收入，技术工人比非技术工人有着更高的年收入，且这些差异都具高度的统计显著性。在模型8中，高级专业技术人员的年收入比低级专业技术人员高29.3%，而技术工人的年收入比非技术工人高23.7%。显然，基于技术的市场能力对收入分配有着显著的影响。

除了以上几个方面的假设检验结果外，考察表1还可以发现：权力精英的收入虽然高于工人、职员办事人员、自雇者这些不享有公共权力者，但却低于专业技术人员、私营业主和经理。对此，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在调查中权力精英更多地隐瞒了自己的收入。这可能是所有以收入为主要依据来研究分层问题的一大缺陷。如果在调查中权力精英的收入被普遍低估的话，那么对本文所检验的研究假设的结果，则只能是更加支持。提高对权力精英收入的估计，也有可能缩小权力精英与专业技术人员、私营企业主收入之间的差距。然而，问题是，如果这一差距只是缩小而没有消除的话，又该如何解释呢？倪的研究断言市场转型为精英再生开辟了新渠道。笔者的部分研究结论支持了这一观点。然而与倪不同的是，笔者的理论建构一开始就注意到了当前中国阶层分化的基础是多元的，市场能力不过是阶层分化的动力基础的一个维度。同时，笔者要强调指出的是，这里论辩的重点是，在中国不同类型的权力精英都是市场转型的赢家，而不是像泽兰尼等所断言的那样，只有有技术的权力精英才是赢家，无技术的权力精英会同一般工人一样是输家。笔者的研究结果清楚地表明，无技术的权力精英的收入显著高于工人、自雇者，也高于职员和办事人员，他们并非市场转型的输家。

6、 总结和讨论

以上研究结果表明，笔者提出的权力衍生论的主要论题在收入分配方面都得到了经验资料的支持。由此可以认为，在当前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独特制度安排下，再分配权力、寻租能力、市场能力共同决定着人们的收入分配，此三个维度的特权构成了人们在收入方面的阶层分化的动力基础。

权力衍生论扩展了泽兰尼的制度主义的不平等理论，更重视分析再分配和市场制度背后的深层制度基础，澄清了已有理论的含糊不清之处。权力衍生论不但对当前中国阶层分化的动力机制提出了新解释，为为什么不同类型的权力精英都仍然在生活机遇上处于优势地位提供了一个合乎逻辑的回答；也为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分层机制提供了一种独特的理解。权力衍生论区分了公共权力与再分配权力的不同，并将公共权力分解为再分配权力和寻租能力两个方面来考察其对阶层分化的影响机制；它不但揭示了公共权力表现为再分配权力的制度前提，也揭示了公共权力衍生成寻租能力的制度基础，同时还解释了再分配者所分配的是什么。显然，权力衍生论比“权力转移论”和“权力持续论”都能更好地解释为什么不同类型的权力精英都依然在生活机遇上居于优势地位。

本研究将寻租能力看作阶层分化的一个内在机制，将其纳入制度分析的理论框架来解释当前中国的情形。这是对制度主义分层论的新贡献。然而，这毕竟是一种新尝试，它仍然需要更缜密的理论论证和更多的经验研究来检验。比如，关于寻租能力的操作测量，就是一个十分困难的问题。本研究使用的测量指标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效的，但却只是一个单一的指标。在将来的研究中如何设计出更有效的指标用以测量寻租能力，仍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问题。再比如，当前中国的寻租现象不仅发生在个人层面上，还广泛存在于组织层面上。如何测量单位寻租能力及其对分层结构的影响，也构成了相关的研究问题。此外，由于调查资料的限制，本研究只运用城市资料对假设进行了检验，权力衍生论的论题和假设，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解释中国农村的情形，也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 EMBED Equation.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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